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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治理序幕大约始于 21 世 

纪初，彼时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有意识和有组织地

表达对污染问题的关注和对加强环境保护的强烈要

求 [1]。2012 年是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态势发生重大转

变的一年 [2]。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

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2017 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

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

系”。在此过程中，我国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从

管理向治理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改革与创新不

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不断提升 [3]。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

指出，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建设美丽中国和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保障。其中，市场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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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市场化环境治理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需要更好地

发挥政府的作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秩序。基于比较分析和案例研究方法，

本文根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逻辑将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区分为内嵌式、外联式、接入式和

组合式等，并探讨了模式创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研究发现，内嵌式市场化环境治理

模式的内核是交易机制，强调基于科斯定理，推进资源、环境和生态权益交易，如碳市场

建设；外联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的内核是投融资机制，强调基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

结合理论，着力发展绿色金融和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等；接入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

的内核是调节机制，强调基于庇古理论，推进税费改革或实施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等；组

合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的内核是契约治理机制，强调基于复杂系统理论，推进第三方治

理等。这就需要发挥要素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培育发展统一生态环境市场，

基于市场机制推广内嵌式；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依靠市场机制发展外联式；完

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制度等，利用市场机制完善接入式；发挥交易机制、投融资机制和

调节机制等在契约治理中的作用，深化第三方治理机制，统筹推进组合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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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创新是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2025 年，党的

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

政府相结合，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

济秩序。这意味着亟须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逻辑视

角切入，梳理和研究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创新。

环境治理的核心是对污染物的管理和控制。在

我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环境治

理的范畴已经扩展为不仅包括传统的污染物治理，

还涵盖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即减污和降碳。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深入推进新污染物治理。

在实践中，环境治理模式多种多样。

首先，按照合作模式分，环境治理包括环境网

络治理、环境协同治理、环境多中心治理和环境整

体性治理等 [4]。环境网络治理强调监测监管体系的

网络化，需要优化多网络节点功能 [5]。流域上下游

之间协同治理的重心是环境协同治理 [6]。环境多中

心治理模式在城乡环境治理中最被认可 [7]。环境整

体性治理模式针对的是“碎片化”治理问题，京津

冀的大气污染治理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建设强调的就是整体性治理 [8-10]。总之，不同

合作模式揭示了不同的治理主体关系，政府、企业

和公众等不同性质和属性的主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

面临着激励不足、参与积极性不高和模式不可持续

等挑战。

其次，按照治理对象分，既有研究中得到充分

探讨的水环境治理模式，也有地质环境治理模式、

大气环境治理模式和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等。有

研究从流域层面出发，考察了辽河流域的水环境治

理模式 [6]；也有研究从省、市、县等不同行政层面

进行考察，如广东省、成都市或长江大保护试点城

市水环境治理 [11-13]；还有研究从制度层面出发进行

考察，如河长制下的水环境治理 [14]。不同维度和层

面的水环境治理模式是网络治理、协同治理、整体

性治理等合作模式在不同场景的应用，强调的是联

防联控和合作治理。同理，地质环境治理模式也会

根据地质条件对不同情形下的治理模式进行区分，

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可以分为采煤塌陷区形成积水

和没有积水的治理模式 [15]。大气污染治理模式分为

属地治理与合作治理两种，尝试在地区利益博弈中

寻求跨域协同治理 [16]。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则会

超越单一国家边界，寻求整体论下的全球治理 [17]。

由此可见，治理对象是分割的，通过培育发展统一

的生态环境市场推进环境治理模式创新面临产权界

定难题、外部性内部化难题、市场和政府边界模糊

问题等。

最后，在环境治理的国际实践中，各国根据自

身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形成了多样化的治理模式。英

国采取的是统一领导、多元服务主体的模式，强调

从简单的命令—控制管制体系走向多元参与的治理

体系；美国的环境治理模式是合作参与，注重政府

与企业的合作，自愿性伙伴合作计划是比较成功的

一种环境治理措施；德国的环境治理模式是“自上

而下、上下结合”，注重政府各部门和企业、社会

团体的协调与合作 [18]。就水环境污染治理而言，美

国采用的是单一体系下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 [19]，

英国采用的是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与水务私有化相结

合的模式，德国则依赖法律约束、市场调节及与邻

国的合作 [20]。巴西的环境治理模式突出“多方联

动，官民并举”，主张高环境违法成本和大环保投

入等 [21]。东南亚国家的环境治理模式则从政府主导

向国家、公司、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转型 [22]。跨国

的“公约—议定书”模式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

作用越来越重要 [23]。由此可见，国际实践聚焦治理

主体关系，关注政府的作用，但缺少与市场机制的

有机结合，面临着本土化难题。

总之，环境治理的各种模式并非完全独立，彼

此之间存在交叉，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环境治理

的外部性、非营利性、高技术性和长周期性，以及

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不可持续性和道德风险

等。这就需要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逻辑视角切入，

探讨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创新，以廓清市场化环境

治理模式的内核与拓展，以及与政府主导环境治理

模式的关系。区别于已有的环境治理模式实践，本

文根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逻辑聚焦市场化环境治理

模式创新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探索，尝试回答不同市

场化环境治理模式中的作用机制、应用场景、实

践特色及具体挑战。可能的边际贡献：一是基于市

场化程度的差异将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区分为内

嵌式、外联式、接入式和组合式四大类；二是基于

不同的应用场景揭示出四大类模式对应的作用机

制，包括基于总量减排的交易机制、基于税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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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节机制、基于产业发展或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

（EOD）的投融资机制，以及基于第三方治理等的

契约治理机制；三是明确市场化环境治理的变革方

向，包括政策组合和机制耦合等。

1 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逻辑

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就是让市场机制在自然资

源、环境资源、气候资源等资源环境要素配置中发

挥决定性作用 [24]。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是一类通过

基于市场、利用市场、依靠市场等来实现环境治理

目标的体系，它本质上是在减排过程中通过市场发

现治理成本并强调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成本节约。基

于文献研究，根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逻辑，通过多

案例比较和制度分析发现，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创

新可以通过内嵌式、外联式、接入式和组合式四种

方式实现。

1.1 内嵌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

内嵌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是指市场化手段在

政策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如图 1 所示。在图 1 的

右半部分中，政策体系 P A 是对环境治理政府主体

行为的高度抽象。这些政策有些高度市场化，有些

则由政府主导。此类政策一般是指服务于市场化手

段的匹配性政策。图 1 的左半部分是对右半部分的

具体化。鉴于政府主导的匹配性政策是为了保障市

场机制更有效地运作，交易机制是内嵌式市场化环

境治理模式的核心机制。应用场景包括排污权、用

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交易及可再生能源证书交

易等。在我国各地的试点探索与实践中，该模式最

大的特色是基于总量的减排，因此交易也主要是指

基于核证减排量的交易，这与一些国家环境阈值范

围内的交易存在本质区别，但在理论逻辑上是一

致的。

科斯定理指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

初始产权如何分配，市场参与者通过自由交易最终

都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排污权交易就是这样一

种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企业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上

自主决定其污染排放水平，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污

权 [25]。本质上，排污权交易是环境资源的商品化，

是环境容量的市场化 [26]。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实践推

进的是减排指标的市场化，是基于减排成本理论的

一类核定减排量的交易。一般是减排成本高的企业

愿意购买指标，减排成本低的企业愿意出售指标，

双方在相应市场上的买卖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减

排目标，进而提高减排效率。当然，对于像水权这

一类资源，其交易的目的则是提高资源生产率。因

此，在模式的复制和移植过程中，环境治理标的可

以拓展为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和用能

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权益产品。

总之，本模式关注的是资源、环境、生态要素

本身的市场化。只是鉴于一些要素游离在市场体系

之外，其治理对象需要通过排污许可证等方式具象

化，进而推动这些标的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同时，

交易机制是市场化手段的核心，政策体系服务于如

何培育发展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如排污权交易市

场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健全总量控制政策是

完善此类政策体系的关键。

1.2 外联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

外联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中，市场化手段是

政策体系的一部分，但又有一部分市场化手段在政

策体系之外，如图 2 所示。图 2 的右半部分是两者

关系的抽象，而左半部分则是具体的实践应用。本

模式的政策体系 P A 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

耦合，即该政府出手时政府出手，该市场出手时市

场出手，如政府获得了税费收入，但该笔收入相对

于巨额的环境治理成本而言往往是杯水车薪，政府

治理环境需要杠杆。因此，投融资机制的作用凸

显，具体应用场景包括发展绿色金融和推进 EOD
等，其特定场景实践的最大特色是项目制。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理论指出，中国

道路成功的秘诀是既要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也图 1 内嵌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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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同时用好“看不见的手”

和“看得见的手”，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

统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格局 [27]。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实践中，“深圳速

度”“深圳奇迹”和深圳改革开放成功的密码之一

就是做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 [28]。在环境

治理领域，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也是一大特

色，表现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动态优化调整

机制 [29]。鉴于投融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

是企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融资项目可以同时进

行，各部门的投融资项目也能够并行不悖。

由此可见，相较于内嵌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

的“基于市场”，外联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的特

色是“依靠市场”。“基于市场”是指交易机制是该

模式的核心，“依靠市场”是指投融资机制是该模

式的核心。“依靠市场”突出表现为发挥市场机制

的杠杆作用，其践行主体是政府。

1.3 接入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

接入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是指市场化手段游

离在政策体系之外但又和政策体系保持紧密的依存

关系，如图 3 所示。图 3 的右半部分给出了市场化

手段和政策体系之间的依存关系。实践中，政策体

系 P A 由政府主导，但相应的政策则需要依托市场

机制发挥作用。调节机制是本模式的核心机制，应

用场景包括环境税或水资源税改革、基于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核算（GEP）的政策、绿色产品认证与标

识等。我国的绿色财税政策体系刚刚起步，费改税

的治理模式探索极具中国特色。

庇古理论指出，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是征

税，政府可以根据污染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污染者征

税，用税收来弥补排污者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

的差距。环境税或水资源税等均是特定类型的“庇

古税”。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无论是环境税还是水

资源税都经历了“费改税”的过程，环境税由排污

费改革而来，水资源税由水资源费改革而来 [30-32]。 
“费”或者“税”都尝试运用经济手段作用于消费

者或生产者，以达到环境治理的目的。对于消费者

而言，税费会影响预算支出进而影响消费者的选

择；对于生产者而言，税费会影响生产成本进而影

响生产者的决策；对于政府而言，税费收入可以被

专项用于环境治理以改善环境。

因此，本模式创新的关键是“利用市场”，侧

重于通过改变消费者或生产者的行为来达到环境污

染治理的目的。虽然政府的税费收入可以直接用于

改善环境，但调节机制所能达到的效果往往更大，

而且使用税费收入直接治理环境也偏离了通过市场

化机制治理环境的初衷。如果政府希望更好地发挥

这笔收入的作用同时又希望依靠市场机制来完成，

那么就需要推动外联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创新。

1.4 组合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

组合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是指通过市场化手

段将两个政策体系关联在一起进而推进环境治理，

如图 4 所示。此时，存在两个并行的政策体系 PA

和 P B。这两个政策体系又都依托于同一市场化手

段推进。该模式创新的应用场景关注第三方治理，

其最大的实践特色是引入多主体治理，关键在于设

计标准化的合同推进契约治理。

环境和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环境治理的复

杂性，复杂系统理论为环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研

究范式 [33]。作为第三代系统观，复杂系统理论突破

图 2 外联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 图 3 接入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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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把系统元素看成“死”的、被动的对象的观念，

引进具有适应能力的主体概念，从主体和环境的互

动作用去认识和描述复杂系统行为 [34]。复杂系统理

论已被运用于水资源复杂适应配置系统的建模和社

会生态系统分析等 [35,36]。在组合式市场化环境治理

模式创新中，具有适应能力的主体是基本单元，它

的活力体现在与环境的交互中，同时主体会不断地

成长或进化，从而实现环境和社会系统的稳态。

总之，与前三种模式不同，本模式是对前三种

模式的综合。组合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既可以是

嵌入式、外联式和接入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的组

合，也可以是不同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

鉴于考察的是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图 4 强调通过

市场化手段将不同的政策体系组合在一起。这种组

合创新需要契约和契约精神，需要通过签订契约的

方式规范复杂系统的主体行为和博弈原则。

2 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创新的实践探索与挑战

2.1 内嵌式模式创新：以碳市场建设为例

内嵌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创新主要基于市场

通过交易机制推进环境治理，典型实践包括碳市场

建设、排污权交易和可再生能源证书交易等。以

碳市场建设为例，欧洲碳交易体系（EU ETS）于

2005 年启动，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规模最大的跨

国碳市场 [37]。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碳交易体系于

2013 年开始运行，覆盖了能源、工业和运输等多

个领域 [38]。韩国碳市场于 2015 年正式运行，是亚

洲地区首个全国范围的碳排放交易系统，涵盖了能

源、工业、建筑和交通等多个行业，其最大特点是

较高的市场参与度和有效的政策支持 [39]。我国在

“十二五”规划中正式提出建立碳市场，2021 年全

国碳市场线上交易启动 [40]。从已有实践看，各国

碳市场建设成效不一，但碳交易机制还是展现出了

显著的降碳成效。自 EU ETS 启动以来，欧盟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逐年下降。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

2005—2020 年，EU ETS 覆盖行业的排放量减少了

约 35%[41]。然而，碳市场建设也面临一些突出挑

战：一是配额分配有失公平，二是碳市场价格波动

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和减排计划，三是跨境协调与

一致性不足，四是数据监测与核查面临技术和资金

的双重挑战 [42,43]。

2.2 外联式模式创新：以 EOD 为例

外联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创新主要依靠市场，

通过投融资机制推进环境治理。发展绿色金融和推

进 EOD 项目落地等是重要举措。EOD 强调将生态

环境保护与经济开发有机结合，通过机制创新和政

策手段鼓励社会资本和企业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和绿

色经济建设，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其

实践特征可以概括为项目制、企业主体、“增肥哺

瘦”、生态反哺，但也面临一些挑战 [44]。一是面临一

定的政策风险。2018 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及政策

性银行已发布多项规范、支持或指导性文件，但这

些政策相对分散，缺乏连贯性，且部分内容有待明

确，政策体系有待完善。二是应用领域集中。我国

EOD 的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水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以前两批入库的 94 个项目为例，第一批 36 个项目

中，水生态环境保护类项目 14 个，占 38.9%；第二

批 58 个项目中有 19 个，占 32.8%。三是一体化实

施要求高，项目落地难度大。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本

身综合性强、专业要求高，对 EOD 项目开发主体的

综合能力和专业化程度提出了较高要求。四是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周期长。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本身投入

大、见效慢，对产业的价值提升具有滞后性，产业

导入和培育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效 [45]。

2.3 接入式模式创新：以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为例

接入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以调节机制为核

心，在费改税实践、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绿色

产品认证与标识等场景中应用广泛。绿色产品认证

与标识制度在国际上已有较长实践。欧盟生态标识

图 4 组合式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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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欧盟设立的官方绿色标识，于 1992 年正式推

出。美国能源之星计划是由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

能源部共同管理的认证计划，始于 1992 年。澳大

利亚的 GECA 是国家级的环保产品认证标识，始于

2000 年。2016 年 11 月，我国出台了《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

的意见》，开始探索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管

理。2025 年 12 月，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印发《绿

色产品认证与标识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国家

建立实施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统一产

品目录，统一评价标准，统一认证规则，统一产品

标识”。当然，该制度也面临一些挑战：一是统一

的目标、标准、规则与标识成效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是消费者认知度不高；三是存在认证费用；四是

一些企业通过“漂绿”手段夸大产品的环保属性以

获取市场优势，削弱了绿色标识的公信力 [46]。 

2.4 组合式模式创新：以第三方治理为例

第三方是相对于传统治理模式中的两方——

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和集排污、治污于一体的企业

而言的。将治污功能分离出来，交予专门的污染

治理机构，即“第三方治理”[47]。实践中，上海市

等 15 个地区已出台了地方性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政策，进展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中西部及

污染形势较严峻或环保产业较发达的地区。虽然我

国第三方治理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面临一些

挑战 [48,49]。例如，环境服务的效果评估和责任判定

缺乏统一标准；第三方服务市场的收费机制尚不成

熟；环境治理信息公开仍较薄弱；第三方环保企业

面临税收障碍，排污企业自行解决污染治理问题所

产生的成本无须纳税，而第三方治理公司则需承担

污染治理服务费用的税负。

3 结论与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

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但我国

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

本缓解，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仍需不断优化，

基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逻辑聚焦市场化环境治理模

式并开展相应研究有待深入。本文首先从合作模

式、治理对象和国别治理三个维度对环境治理的分

类实践进行了文献梳理；其次明确了内嵌式、外联

式、接入式和组合式四大类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创

新方式，在揭示核心机制、应用场景和实践特色的

同时明确了模式创新的理论逻辑；最后以碳市场建

设为例探讨了内嵌式模式创新的实践探索与挑战，

以 EOD 为例探讨了外联式模式创新的实践探索与

挑战，以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为例探讨了接入式模

式创新的实践探索与挑战，以第三方治理为例探讨

了组合式模式创新的实践探索与挑战。总之，市场

化环境治理模式创新强调基于科斯定理通过交易机

制推动环境治理，强调基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

结合理论通过投融资机制推动环境治理，强调基于

庇古理论通过调节机制推动环境治理，强调基于复

杂系统理论推动环境治理，强调统筹推进模式组合

创新。因此，本文建议推进市场化环境治理体制机

制改革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基于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推广内嵌式市场化

环境治理模式。发挥要素价格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做大做强二级市场。完善碳排放权、

排污权、用水权、用能权等相关权属产品的交易机

制，基于契约（许可证）治理优化应用场景和彰显基

于总量减排的实践特色，优化总量控制制度和提高配

额分配的公平性，积极推动“自下而上”政策试点向

“自上而下”制度实践转型。培育发展统一生态环境

市场，推进统一环境权益市场建设。通过各类环境权

益交易数据整合，基于公共产权交易平台，分类推进

各类环境权益交易平台的整合优化。

二是依靠市场机制进一步强化发展外联式市

场化环境治理模式。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ESG）体系下通过自愿和强制相结合的方式推进

环境信息披露。在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下做大做强绿

色债券、绿色贷款、绿色投资基金等，服务实体经

济绿色发展，探索环境治理领域既“放得活”又

“管得好”的新路径。同时，在国家、省、地级市

和县级市等分级推进 EOD 项目落地，提高资金的

撬动效应，对项目包装等开发方式应予以回头看

和督查。推动 EOD 项目从“治水”向“治土”和

“治气”等领域拓展，缩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周期，

扩大 EOD 项目的盈利空间。

三是利用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创新接入式市场

化环境治理模式。完善水资源税改革试点，优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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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税等征缴流程，提升水资源税和环境税等改革试

点的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效应，研究制定碳税。

完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制度，加强绿色产品认证

与标识管理，提高标准的公信力和可信度，加大对

“漂绿”等市场行为的监管。

四是推动内嵌式、外联式、接入式等市场化环

境治理模式的组合创新。发挥交易机制、投融资机制

和调节机制等在契约治理中的作用，研制市场化环境

治理契约，参照第三方契约治理模式，在明确治理主

体、治理标的、治理价格、治理基础、治理成效、治

理方式等契约要素的基础上推进模式创新。深化第三

方治理机制，强化第三方治理的“降成本”动机，推

广能够“降成本”的第三方环境治理模式；推动第三

方治理的“要效益”动机，围绕效益评估和治理标准

等推进“要效益”的第三方治理模式创新。

总之，内嵌式、外联式、接入式、组合式市场

化环境治理模式创新是政府和市场关系逻辑视角下

的分类，着重回答如何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

结合来治理生态环境，服务于更好地发挥企业等市

场主体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分类

方法并不唯一，还可以按机制分，如分为数量型和

价格型等治理手段；按受众分，如分为面向生产者

和消费者的价格手段；按其他方式分，如分为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货币化方式和生态积分等非货币化

方式等。相应分类的理论基础、实践探索与挑战等

有待深入。同时，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难以清晰界

定一样，四类市场化环境治理模式的具体实践可能

会跨界，核心机制的创新应用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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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Market-Orient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odel Innovation

XIE Huiming1, DONG Zhanfeng2*

(1.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China; 2.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olicy and Management,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41, China)

Abstract: Market-orient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EG) requires both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in allocati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better leveraging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so as to establish an order that is both “dynamic and flexible” and 
“well-regulated”. Based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methods, this paper categorizes MEG into four types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al 
logic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embedded, linked, accessed and integrated, and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model innov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re of the embedded model is the trading mechanism, emphasizing the promotion of resource,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ights trading based on Coasean theory,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carbon markets. The core of the linked model is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echanism, emphas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ecology-oriented development (EO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effective markets and capable governments. The core of the accessed model is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emphasizing 
the promotion of tax and fee reforms based on Pigouvian theory,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product certification and labeling. The 
core of the integrated model is the contractual governance mechanism, emphasizing the promotion of third-party governance based on complex 
systems theory. This requires giving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factor price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a unifi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rket, and promoting the embedded model through market mechanisms; advancing EOD and developing the linked model relying 
on market mechanisms; improving green product certification and labeling systems, and improving the accessed model using market mechanisms; 
and leveraging trading,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s within contractual governance to deepen third-party governance and 
coordinate the promotion of integrated innovation.
Keywords: market-orient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odel innovation;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exploration


